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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数字化浪潮中政策引擎如何引导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仍缺乏有力的经验证据。 基于 ２００９—
２０２１ 年中国 Ａ 股上市企业数据和地级及以上城市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对

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有利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弱化企业融

资约束、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是其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 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推动效果更为明显，体现了政策缩小数字鸿沟的功效；而对于治理

能力较强的优质企业，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有效性得以更好发挥。 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加快了企业数

字化转型进程，并有效提高了企业生产率。 研究结论为政策赋能企业数字创新能力提升以及促进数字经济

长效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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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加速融合，数字

经济成为全球各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发展

数字经济的重要意义，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报告都作出了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部署，要求推动产业

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显示，中国数字经济产值规模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１ 万

亿元增长到 ２０２２ 年的 ５０. ２ 万亿元。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作为底层

支撑的数字技术是关键动力［１］。 然而，过往文献主要关注企业如何在数字化变革中进行数字化转型

以及转型的程度［２ ４］，缺乏对数字技术创新的探讨。 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产生深远影响，其涉及信息、
计算、沟通和连接等领域，推动多方面的技术创新，从产品开发到组织变革，从商业模式创新到生产流

程改进，都得以推动［５ ７］。 数字技术是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１］，在中国经济增长由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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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能力至关重要。
关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研究已经逐渐引起学者的关注。 例如，Ｃｏｒｖｅｌｌｏ ｅｔ ａｌ． ［８］ 的研

究评估了企业主特征与专利活动之间的关系，发现性别多样性和教育水平等企业主特征在数字技术

创新方面具有积极影响。 从企业内部结构来看，首席执行官（ＣＥＯ）、首席数字官（ＣＤＯ）等高层管理人

员的数字知识能够催化提升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９］。 Ｔｕｍｂａｓ ｅｔ ａｌ． ［１０］ 认为，在推动企业数字技

术创新中，ＣＤＯ 等新兴角色的设立至关重要，同时还强调了知识获取对于推动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

性。 这一观点得到了 Ｋｏｈｌｉ ａｎｄ Ｍｅｌｖｉｌｌｅ［１１］的支持，他们发现数字化知识可以通过产业链传递到链上

不同节点企业，从而帮助企业发现数字技术创新的机会。 数字技术创新的推动不仅依赖于企业本身，
还受到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 部分学者从外部环境入手，如孙勇等［１２］发现经济发展、人力资本、资本

富集、数字接入等因素对数字技术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Ｈａｎｅｌｔ ｅｔ ａｌ． ［１３］ 的研究表明，通过并购数

字化企业，兼并企业可以获取数字化相关知识和技术，增强数字技术创新能力。 尽管地方政府出台的

与数字经济相关政策被认为是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１４］，但学界对政府行为在企业数

字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具体作用研究仍显不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的技术壁垒与不确定性风险等特性意味着

数字化领域存在市场失灵，为政府对其进行政策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目前较多学者从特定领域的政策试点着手，研究了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功效。 例如：邱子迅和周亚

虹［１５］研究发现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通过纯技术进步推动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张涛和李均

超［１６］的研究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促进了城市包容性增长，缩小了城市发展差距；陶长琪和丁

煜［１７］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政策可以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李磊等［１８］ 研究发现“两化融合”试点政策通

过信息化建设提升了企业创新能力。 与本文较为密切的文献有两支。 一个是毛丰付等［１４］ 的研究：他
们通过计算一个地区内数字经济行业企业的专利申请数量来刻画地区层面的技术创新水平，该方法

比较粗略且不能直接反映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而在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测度上，他们主要基于

各层级政府出台的泛数字经济政策数量，存在不同层级政府的交互影响，比如国务院发布了《“十四

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各省市区政府都会相继出台类似的政策，那么在统计的时候就难以区分究竟

是哪个层级的政策在发挥作用。 另一支是王海等［１９］的文章：他们用各省的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文本衡

量数字基础设施政策，进而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加剧了市场竞争程度，有助于推动上

市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然而，尽管现有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见解，但在构建政策评估指标、分析政策效

果的大小以及揭示内在作用机制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此外，现有研究虽然触及了数字经济政

策的整体效果，但缺乏从城市数据层面考量地方性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
因此，本文利用 ２００９—２０２１ 年中国 Ａ 股上市企业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深入探究了地方政府层

级的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剖析政策引导和赋能企业创新发展的内在

机理，验证数字技术创新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和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功效，从而为企业充分把握

政策机遇、加快数字化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可能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本文丰富了数字基础设施政策

的测度方法和作用效果研究。 一方面，本文主要从政策条例数量、政策试点、政策工具等角度考察政

府政策的效果，基于政府注意力配置理论，通过挖掘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文本数据，构造了数字基础设

施政策的衡量指标，为进一步深入评估政府政策的功效提供了数据基础。 另一方面，目前关于数字基

础设施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内在机理还不清晰，本文着眼于地方政府层级的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对企业

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从有为政府的角度深入剖析了政策牵引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揭示了

政策作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为未来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有助于推动数字经济的

长效发展。 第二，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动因和作用效果研究。 一方面，本文构建了企业数

字技术创新专利数量和质量指标，并考虑了不同政策类型、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能力差异等因素，通
过多维度的分析揭示了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拓宽了企业数字技术

创新动因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另一方面，本文进一步证实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能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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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生产效率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这些发现将丰富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功效研究，为进一步

推动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作为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的重要手段，在推动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技术创新所需投资的回报周期较长，且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许多企业面临数

字技术创新的高门槛、高成本和高风险，这使其在数字化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中显得犹豫不决，而数字

基础设施政策的推动和落实能够破解企业“不愿创新”“不敢创新”的困境。 首先，数字基础设施政策

产生了政策引导与资源支持功效。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推动通常伴随着政府的巨额投资和资源支

持［１９］。 政府通过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技术研发等方式，为企业提供了丰富的数字化技术基础和支持

平台。 这些政策举措不仅在技术层面提升了企业数字化水平，更重要的是提供了创新的基础设施和

技术环境，使得企业能够更专注于数字技术创新。 其次，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数字技术创新常常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许多企业面临融资约束问题，难以获得足够的外部资金来

支持创新活动。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可以向市场释放信号，帮助开展数字化探索的企业获得更多的外

源性融资支持，缓解企业的融资问题［２０］，为企业提供创新活动的资金保障，使得企业能够更有信心地

投入到数字技术创新中。 再次，数字技术创新往往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推动

为企业提供了额外的资金来源，例如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方式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这种资

金的增加不仅有助于企业开展更多的创新项目，也能够提升创新活动的质量和深度。 最后，数字基础

设施政策改善了市场环境。 政府的政策支持可以吸引更多企业投身到数字技术领域，增加市场竞争，
从而激发创新的活力。 同时企业可以共享政府提供的数字化技术平台，进行技术交流和资源共享，加
速创新的过程，从而提升整体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说 １。

假说 １：数字基础设施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二）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通过降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推动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 数字技术创新常

常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融资约束可能阻碍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活动［２１］。 当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时，可
能会将有限的资金用于风险较低的传统项目，而对于数字技术创新这类高风险高回报的领域则可能保持

谨慎态度。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可以向市场释放信号，帮助开展数字化探索的企业获得更多的外源性融资

支持。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实施可以降低创新领域的风险，使得更多的企业愿意尝试数字技术创新，有
助于加速数字技术的传播和应用。 此外，融资约束可能使得创新资源在不同企业之间分配不均，导致一

些有潜力的创新项目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开展。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带来的诸多政策性资源有助于平衡

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使得更多的创新项目得以实施。 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说 ２Ａ。
假说 ２Ａ：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通过降低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从而推动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
（三）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研发投入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带来了诸多政策性资源，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数

字技术创新常常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包括人员培训、设备购置、技术研究等方面。 然而，企业在面临

竞争压力和市场变化时，往往需要平衡短期利润和长期创新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因

为财务压力而削减研发预算，从而限制了创新活动的深度和广度。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实施带来了

诸多政策性资源红利，为企业提供额外的研发资金来源，从而降低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的财务难度，
降低企业创新的经济成本［２２］，使得企业能够更有信心地投入到数字技术创新中。 并且政府通过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平台搭建等方式，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数字化技术基础和支持环境［１９］，企业可以

更专注于核心技术创新，而不必将过多的资源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研发，从而更有效地加大研发投

入，进一步增加数字技术创新的产出。 此外，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实施也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积极性。 政府的政策支持可以传递出鼓励创新的信号，使得企业更加重视数字技术创新，将创新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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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战略高度。 在这种政策引导下，企业可能更愿意投入资源和精力来进行研发活动，加大创新投入，
从而提升数字技术创新的水平。 据此提出本文的假说 ２Ｂ。

假说 ２Ｂ：数字基础设施政策通过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来提升其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三、 实证研究设计

（一） 实证模型

结合现有文献和研究问题，本文的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ｉｔ ＝ β０ ＋ β１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ｃｔ －１ ＋ φｉ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１ ＋ θｃ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ｔ －１ ＋ γｔ ＋ δｉ ＋ ωＣ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εｉｔ

（１）
其中：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ｉｔ 表示企业 ｉ在 ｔ年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ｃｔ －１ 表示城市 ｃ在 ｔ － １ 年

的数字基础设施政策；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 －１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ｔ －１ 为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γｔ 为年份

固定效应，δｉ 为企业固定效应，ωＣ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为城市和行业联合固定效应，εｉｔ 为扰动项。
（二） 变量说明

１． 被解释变量

企业数字技术创新（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 目前，关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测度仍处于探索阶段。
前期文献主要通过挖掘上市公司年报中数字化转型关键词来识别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２］，但并未

涉及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测量，且企业年报在呈现数字技术方面的信息时受限较多，其文本内容可能

受到管理层有意引导，并不能准确反映企业实际的数字技术创新水平。 近期部分文献探索了一些新

的方法来刻画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即通过挖掘专利文本信息中有关数字技术的关键词来识别企业层

面的数字专利［２３ ２５］，但文本分析方法可能会造成对数字技术创新识别不足或者识别过量的问题。 陶

锋等［１］从技术领域的视角提出了一种科学且可操作的测量方法，通过《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

类（２０２１）》和《国际专利分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参照关系表（２０１８）》建立“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分类

代码—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四位数代码（ＳＩＣ４）—ＩＰＣ 小组”的对应关系，进而准确识别专利所涉及的技

术领域和对应的 ＩＰＣ 代码。 本文参考陶锋等［１］ 的测量方法，构建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衡量指

标，包含了数字技术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 在实证分析中以企业数字技术申请专利数量的自然

对数值来衡量数字技术创新数量，以企业的数字技术申请专利被引用量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数字技

术创新质量。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政府工作报告是各地政府对过去一年政府工作的总结，并对未

来的工作进行部署和展望。 为响应“数字中国”战略的顶层设计，地方政府在贯彻中央部署的基础上出

台了各类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政策措施，这种倾向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尤为显著，尤其突出的是对数字

基础设施内容的强调。 政府的注意力是稀缺且有限的，政府注意力配置到哪个领域就意味着政府资源将

在此集聚。 因此，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数字基础设施的关键词越多，说明政府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关注度

和重视度越高，政府各部门将会出台各类政策条例和执行具体措施配合政府制定的工作大纲。 本文结合

毛丰付等［１４］、王海等［１９］以及陶长琪和丁煜［１７］的研究，通过识别地级及以上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关键词词频数量来反映地方政府层级的数字基础设施政策。
具体来看，《“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数字基础设施主要涵盖信息基础设施和融合基础

设施两类，本文结合各类政府规划文件和文本挖掘的原理，构建了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关键词谱，包含

信息基础设施和融合基础设施 ２ 个一级指标以及网络与通信、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物
联网、金融科技 ７ 个二级指标，总共 ４８ 个关键词①。 基于 Ｐｙｔｈｏｎ 软件识别和统计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文

本中与数字基础设施相关的关键词，通过计算数字基础设施政策词频数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政府的

—７３—
①限于篇幅，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关键词谱未列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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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基础设施政策。
３． 控制变量

结合陶长琪和丁煜［１７］、王海等［１９］、Ｔｉ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１］ 的研究，本文从城市层面和企业层面控制了可能

影响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的因素。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Ｇｄｐ），用城市 ＧＤＰ 的

自然对数值来衡量；产业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比值来衡量；市场开

放水平（Ｆｄｉ），用外商投资占ＧＤＰ比重来衡量；网络发展水平（ Ｉｎｆｏｒｍ），用地区的邮电业务总量占ＧＤＰ
比重来衡量，从而可以控制传统信息基础设施的影响；政府干预能力（Ｇｏｖ），采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

ＧＤＰ 比重来衡量。 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 企业特征变量， 如公司规模（Ｓｉｚｅ）、 是否国有企业

（ＳＯＥ）、公司成立年限（ＦｉｒｍＡｇｅ）；企业运营情况，如资产负债率（Ｌｅｖ）、总资产净利润率（ＲＯＡ）、固定

资产占比（Ｆｉｘｅｄ）、营业收入增长率（Ｇｒｏｗｔｈ）、是否亏损（Ｌｏｓｓ）、托宾 Ｑ 值（ＴｏｂｉｎＱ）；公司治理结构，如
董事人数（Ｂｏａｒｄ）、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Ｔｏｐ１）、 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 Ｉｎｓｔ）、 管理层持股比例

（Ｍｓｈａｒｅ）、管理费用率（Ｍｆｅｅ）、大股东资金占用（Ｏｃｃｕｐｙ）。
（三） 数据来源与处理

考虑到 ２００７ 年颁布执行的新会计准则以及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本文以 ２００９—２０２１ 年

沪深 Ａ 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样本企业的基本信息和财务数据来源于国泰安（ＣＳＭＡＲ）和万得

（Ｗｉｎｄ）数据库。 专利数据则来自全球专利数据库 ＩｎｃｏＰａｔ。 历年地方政府工作报告收集自各城市政

府官网。 在基础数据上，本文删除了样本期退市、ＳＴ 类、金融类（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类等）、上市年

份不足一年和主要变量严重缺失的企业样本，并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首尾 １％缩尾处理①。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１ 展示了基准回归的结果。 列（２）至列（６）表示依次添加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城市层面控制变

量、年份固定效应、企业固定效应、城市和行业联合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在逐步回归过程中，核心解

释变量（即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系数至少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考虑了其他可能的影响

因素和固定效应后，数字基础设施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表 １ 的结果验

证了本文的假说 １，即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有着积极而显著的影响。 王海等［１９］ 研

究发现省级政府层面出台的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对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具有积极影响，而陶长琪和丁

煜［１７］的研究则表明数字经济政策对企业创新有显著促进作用。 综合来看，地方政府出台的数字基础

设施政策在当前数字化浪潮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积极而显著的影响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

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价值。

表 １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变量
（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
（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
（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
（４）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
（５）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
（６）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０． １６０ ２∗∗∗ ０． １２０ ４∗∗∗ ０． ０８０ ５∗∗∗ ０． ０６８ ３∗∗∗ ０． ０２０ ０∗ ０． ０２２ ５∗

（０． ０１３ ８） （０． ０１８ １） （０． ０２１ ２） （０． ０２２ ０） （０． ０１１ ３） （０． ０１１ ５）
控制企业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控制城市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ＦＥ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Ｅ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Ｎｏ Ｙｅｓ
Ｎ ２０ ６９０ １９ ７５３ １８ ７９０ １８ ７９０ １８ ５４０ １８ ４７６
Ｒ２ ０． ０１３ ０ ０． ０７４ １ ０． ０８６ ４ ０． ０９４ １ ０． ７９１ ９ ０． ８０４ ２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８３—
①因篇幅有限，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未列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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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对不同专利类型与专利质量的影响

变量
（１）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２）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Ｕｔｉｌｉｔｙ
（３）

ｌｎＤｉｇｃｉｔｅ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０． ０１８ ３∗ ０． ０２１ １∗∗ ０． ０４６ １∗∗∗

（０． ００９ ８） （０． ００９ ５） （０． ０１３ ６）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８ ４７６ １８ ４７６ １６ ２５５
Ｒ２ ０． ８０４ ２ ０． ７６１ ７ ０． ６９１ ３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聚类到

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由于不同专利具有的技

术内涵和价值并不一致，发明

专利的技术含量和市场价值

尤为突出，而实用新型专利的

价值较低［２６］，因而有必要明

晰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究竟推

动了企业实质性创新还是策

略性创新。 在表 ２ 中，本文依

次考察了数字基础设施政策

对数字发明专利申请量（Ｄｉｇｉ⁃
ｔａｌＰａｔｅ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数字实用

新型专利申请量（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
Ｕｔｉｌｉｔｙ）和企业数字专利被引证次数（ｌｎＤｉｇｃｉｔｅｄ）的影响，发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都显著为正。 这表明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在促进数字发明类和实用新型类创新行为方面都发挥了显著作用，并且能够提升

数字专利的溢出效应。 因此，地方政府层级的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不仅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的数字技术

创新数量，同时也能够在提高数字技术创新质量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进一步地，产业政策有效性的探索一直是政策研究领域争论的焦点，本文考察了不同类型数字基

础设施政策的效果差异，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在列（１）、列（３）、列（５）中，本文分别探究了信息基础设施

政策（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对企业数字专利申请量（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数字发明专利申请量（Ｄｉｇｉｔａｌ⁃
Ｐａｔｅ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和数字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Ｕｔｉｌｉｔｙ）的影响，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的

系数并不显著；而在列（２）、列（４）、列（６）中，本文则考察了融合基础设施政策（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ｎｖｅｒ⁃
ｇｅｎｃｅ）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影响，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 ３ 的结果表明，相对

于传统的信息基础设施政策，地方政府出台的融合基础设施政策效果更为明显。 一方面，随着新一代

数字技术的涌现，以及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蓬勃发展，企业对于更具创新性和前瞻性的

基础设施需求逐渐增加，传统的信息基础设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受限于其认知范畴和政策制定

的时滞性，难以充分适应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要求。 另一方面，融合基础设施政策更加注重整合多种

数字技术，激发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融合基础设施政策能够更好地支持企业在不同领域

的数字技术应用和创新，从而推动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与发展。 因此，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更加注

重新兴数字技术的整合与应用，以更好地促进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

表 ３　 不同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变量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Ｕｔｉｌｉｔ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０． ０１０ ０ ０． ００６ ２ ０． ０１５ ０

（０． ０１３ ０） （０． ０１１ ３） （０． ０１０ ８）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０． ０３３ ３∗∗∗ ０． ０３３ １∗∗∗ ０． ０２０ ７∗∗

（０． ０１０ １） （０． ００８ ８） （０． ００８ 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８ ４７６ １８ ４７６ １８ ４７６ １８ ４７６ １８ ４７６ １８ ４７６
Ｒ２ ０． ８０４ １ ０． ８０４ ３ ０． ８０４ ２ ０． ８０４ ４ ０． ７６１ ７ ０． ７６１ ８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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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问题①

１． 稳健性检验

首先，考虑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依次做如下处理：将城市层级的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更换为省

份层级的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参考潘为华等［２７］ 的研究，利用熵值法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指数

来衡量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用互联网宽带普及率和电话普及率来作为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代理变量。
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 其次，考虑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企

业所有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系数同样显著为正。
最后，本文依次考察“宽带中国”战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行政等

级等外部因素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系数依旧显著为正。
２． 内生性问题

本文以企业所在行业年度平均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 一方面，从政

府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政府通常会根据整体经济情况、行业需求等因素来制定数字基础设施政策。
企业所在行业年度平均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是按照行业内所有企业的整体需求和政策方向来制定的，
而不是根据特定企业的情况，因而某个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并不能改变行业层面的数字基础设施政

策，满足外生性。 另一方面，企业所在行业的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会影响整个地区数字经济政策的制

定，满足相关性。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显著相关，且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

系数依旧保持显著为正，证实了本文核心结论的可靠性。
（三） 机制分析

１．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与融资约束机制

ＷＷ 指数运用非线性 ＧＭＭ 方法来估计欧拉方程参数，进而得到企业层面的融资约束程度指

标［２８］，该方法较为科学地反映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被较多学者使用。 本文实证探究了数字基础

设施政策对融资约束（ＦＣ）的直接影响，结果如表 ４ 列（１）所示，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

负。 这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企业所面临的融资约束。 王海等［１９］ 认为在数字

基础设施政策不断出台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推动数字技术同各产业深度融合将引导金融机构为企

业提供资金支撑。 因此，假说 ２Ａ 得以证实。
表 ４　 机制分析

变量
（１）
ＦＣ

（２）
Ｒ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２３ ９∗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１４ １）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５ ５１７ １７ ４２１
Ｒ２ ０． ８１６ ４ ０． ８５７ ７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聚类到企业层面

的稳健标准误。

２．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与研发投入机制

本文采用研发支出占总资产比例来衡量企业的研发投

入力度（ＲＤ），从表 ４ 列（２）的结果可以看到核心解释变量

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水平的提升。 余长林等［２９］ 的研究也表明以政府补贴表征

的数字经济政策提高了企业研发投入力度进而促进企业创

新。 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不仅是一次技术升级，更是一

次战略性的转变，而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成为实现这一转变

的重要驱动力。 假说 ２Ｂ 得以证实。
（四） 异质性分析

１．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随着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同地区间的

数字基础设施以及经济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 部分地区在数字化浪潮中走在前列，新型基础设施

更为完善，拥有更高水平的科教体系，这些地区能够更好地从数字化变革中受益，能够持续吸引资本

—０４—
①因篇幅有限，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结果未列示，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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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参与，从而引发了“马太效应”，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逐渐加大。 参考潘为华等［２７］的研究，本文

利用熵值法测算了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根据其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

和高两组，结果如表 ５ 列（１）和列（２）所示。 可以看到，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数字基础设

施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其系数并不显著。 这一结果表明数字基

础设施政策能够有效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滞后地区的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从而缩小地区

间的数字鸿沟。
２． 市场化水平差异

市场化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特征，直接影响着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和资源配置。 在这一背景

下，本文进一步探究了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对不同市场化水平地区的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的作用效

果差异。 本文借鉴梁琦等［３０］的研究计算了城市层面的市场化指数，并依据其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划分

为市场化水平低和高两组，结果如表 ５ 列（３）和列（４）所示。 可以看到，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数
字基础设施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在市场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其系数并不显著。 这一结果表明数字

基础设施政策主要推动了市场机制较为薄弱地区的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

表 ５　 不同外部环境下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效果差异

变量
（１）

低数字经济
（２）

高数字经济
（３）

低市场化
（４）

高市场化
（５）

低治理水平
（６）

高治理水平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ｏｌｉｃｙ
０． ０３０ ７∗ ０． ０１８ ０ ０． ０３３ ６∗ ０． ０２１ ７ ０． ００７ ７ ０． ０３８ １∗∗

（０． ０１７ ６） （０． ０２１ ０） （０． ０１７ ５） （０． ０１８ ８） （０． ０１５ ４） （０． ０１８ ０）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６ ４４９ ６ ３３９ ６ ４２０ ６ ４３８ ９ ５１８ ８ ３１９
Ｒ２ ０． ８２５ ７ ０． ８３２ ８ ０． ８２６ ８ ０． ８１４ ６ ０． ８３９ ８ ０． ７９０ ３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３． 治理能力差异

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执行带来了诸多政策性资源，而企业自身的实力则成为其有效利用政策性

资源进而转化为数字技术创新动力的关键因素，特别是企业内部的治理能力至关重要。 在这一背景

下，本文借鉴周茜等［３１］的研究计算了公司治理水平指数，并依据其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治理水

平低和高两组，结果如表 ５ 列（５）和列（６）所示。 可以看到，在公司治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基础

设施政策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在治理水平较差的企业中不显著。 这一结果表明拥有健全治理体系的

企业能更好地吸收和有效利用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所带来的政策性资源，将其转化为推动数字技术创

新的动能。
五、 拓展性分析

（一） 数字技术创新与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技术创新在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从人工智能到大数据分析，从物联网到区块链技术，
各种前沿科技正在不断涌现并被应用到各个产业领域。 这些技术的引入不仅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流程

和运营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们为企业带来了全新的商业机会和增值服务。 然而，数字化转型作为一

个更为广泛的概念，涵盖了企业从传统业务模式向数字化、智能化和创新化转变的过程，也引发了学

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兴趣［３ ４］ 。 因此，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是否能够提高企业数字化

转型程度，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 本文从数字化转型战略和数字化转型经济投入两个方面来

考察。 首先，本文参照吴非等［２］的方法，通过计算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中有关数字化关键词数量的自

然对数值来衡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ＤｉｇＴｒａｎ＿Ｗｏｒｄ），回归结果如表 ６ 列（１）所示。 从回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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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来看，数字技术创新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 其次，借鉴张永珅等［３２］ 的研究，采用上市

公司无形资产明细项中的数字化资产金额占总资产比重来衡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ＤｉｇＴｒａｎ＿Ａｓ⁃
ｓｅｔｓ），回归结果如表 ６ 列（２）所示。 从回归结果来看，数字技术创新同样显著提升了企业数字化转

型程度。 上述发现不仅强化了本文的观点，也进一步证实了数字技术创新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重

要作用。
　 表 ６　 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市场绩效的影响

变量
（１）

ＤｉｇＴｒａｎ＿Ｗｏｒｄ
（２）

ＤｉｇＴｒａｎ＿Ａｓｓｅｔｓ
（３）
ＴＦＰ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ａｔｅｎ
０． ０２９ ８∗∗∗ ０． ０４３ ４∗ ０． ００７ ４∗

（０． ０１０ ３） （０． ０２３ ３） （０． ００４ 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ａｒ⁃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Ｆｉｒｍ⁃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Ｃｉｔｙ＃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ＦＥ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２１ ３９１ １８ １９１ １６ ５０８
Ｒ２ ０． ８３５ ８ ０． ７１２ １ ０． ９６０ ６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的水平上显著，括
号内是聚类到企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二） 数字技术创新与企业生产率

数字技术的引入和应用，为提升企业

生产效率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企业

内部，数字技术作为辅助模块融入业务层

的运营架构中，实时监测生产工具的利用

情况和产出效率，有利于降低企业内部管

控成本，提高了生产经营效率［１］。 生产效

率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影响

着企业的盈利能力、市场竞争力和资源利

用效率。 随着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

升，其是否能够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为了深入探讨这一备受关注的问题，本文

采用了 ＬＰ 法来测度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ＴＦＰ），以全面反映生产过程中的效率变化。 表 ６ 列（３）的结果表明，随着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

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也得到有效提升。 这一发现进一步印证了数字技术创新在提升生产效率方面

的潜力，为企业在数字化时代保持竞争优势提供了有力支撑。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基于数字化变革的大背景，本文利用 ２００９—２０２１ 年中国 Ａ 股上市企业数据和城市面板数据，深
入探究了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如何牵引和塑造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新格局，研究发现：（１）数字基础设施

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重提升），而相比信息基础设

施政策，融合基础设施政策的效果更佳。 （２）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弱化了企业的融资约

束，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从而推动企业开展数字技术创新。 （３）异质性检验表明，在数字经济发展

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以及治理能力较强的企业中，数字基础设施政策对企业数字技术创新

的影响显著。 （４）拓展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能够推动其数字化转型，并且能够

提升其生产效率。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启示：（１）加大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研制和执行。 加强数字基

础设施政策的研制是推动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关键。 例如地方政府可针对 ５Ｇ、大数据、云计算和物

联网等领域出台重点支持举措，也要加强不同细分领域基础设施政策的协调和整合，鼓励不同领域之

间的技术融合和创新，通过设立激励措施鼓励企业注重创新的深度和广度，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从数量

扩张向质量升级转变。 （２）优化政策性资源供给。 政府应进一步提供更多的政策性资源以支持企业

开展数字技术创新。 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对数字技术创新的专项资金投入、提供税收优惠政策、设
立创新奖励基金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和资金激励，帮助企业更好地开展数字技术创新

活动。 （３）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度。 政府在制定数字基础设施政策时要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考虑到

地区和企业的异质性，采取差异化的支持措施，以最大限度地促进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 例如在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政策的刺激效应更为明显，政府可以加大政策

支持力度，为当地企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性资源和支持措施，以缩小区域间的数字鸿沟。 对于治理能力

较强的优质企业，则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政策措施，注重提升其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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